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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思 札 记

本文是从一九九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九六年底所写的

文章中摘录出来有关反思的片断。

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

一

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形成了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。十多

年前我曾提出了这一看法，但遭到一些人反对。他们认为这

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，而不讲实用的理论，只是抽象的

玄谈和学究的把戏。所以有些研究单位不从学术本身去考虑

问题，而是按照实用观点来规划研究方向和制定科研项目，以

致完全成了为行政和企业出谋划策的附庸机构。这种情况是

由来已久的“。文革”时，周培源等要求重视基础理论，曾遭到

强烈抨击。那时张春桥正在宣扬“一块石头砸开了哲学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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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”，他还把一位农村大娘顾阿桃用少数文字夹杂着圈圈与图

像写成的学习材料，吹捧为活学活用的典范。专讲实用而忽

视基础理论的观点，至今仍在支配着一些人的头脑，其后果是

堪忧的。近几年来大学的历史系和哲学系，已很少有人问津，

报考者寥寥。各校招生多不满额，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。

这两个系出来的毕业生，到了社会上则很难找到工作。人文

学科已陷入困境，而人文精神的衰落终将导致一个民族的文

化水平和精神素质的下降。

《雨僧日记》曾记陈寅恪对中国学术的看法：“中国古人惟

重实用，不究虚理，其短处长处均在此。长处乃擅长政治及实

践伦理学，短处则是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，而乏精深远

大之思。（”大意）寅恪认为“昔时士子群习八股，以求功名，今

之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，不肯用力于学问，探索天理人事之精

深博奥。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，倘不揣其本，而治其末，充

其量只能成为下等之工匠，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，则其技不

复能用，所谓最实用者，乃适成最不实用”。寅恪在阐明基础

与实用关系时，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专趋实用而乏远虑之弊。

上面摘引的《雨僧日记》写于一九一九年，距今已七十余年矣，

今天还需要重复同样的话，真是令人感到悲哀。

也是在本世纪早期，国内报刊上出现了对“杀戮现在”的

谴责。当时，重视现在的倾向蔚然成风，认为“过去”已不存

在“，未来”尚未存在，只有“现在”永远在场，是永远的存在。

而不知道只有过去才能使现在成为现在，并通过现在规范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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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。如果不去考虑急功近利对于将来的影响，那么为了现

在也同样会成为将来的杀戮者。美索不达米亚、希腊、小亚细

亚一带居民，想要扩大耕地，砍光了森林，虽然当时收到了效

益，可是失去了森林，也就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，以

致使这些地方后来成了不毛之地。这一事实，正可以作为短

期性行为的有力例证。

二

我不能同意把人的素质问题归为所谓“国民劣根性”问

题。人的素质与文化教育有着密切关联，但又不能仅仅归之

于文化教育问题。不容讳言，文化滑坡，教育质量下降，文盲

的大量存在，势必影响人的素质。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

责任，应该做大量的工作。但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

被大家所忽视，这就是公民意识问题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公民权

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，以致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

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采取了一种不关痛痒的冷漠态度。这

是形成长期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要原因。一个重公德，讲卫生，

有礼貌的文明社会或文明城市，并不是单靠“五讲四美”的群

众运动或制订类如吐痰罚款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。倘使每

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，认为讲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

相关，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，那么，无论依靠来自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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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在一个市民空间

十分狭窄的社会里，每个人对社会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，只

有服从，而不会积极参与去维护它。没有自治的能力，对贪污

腐败无法监督，对伪劣产品无处投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不可

能对社会产生休戚相关、荣辱与共、血肉相联的感情，自然也

就不会建立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。在这样一个

社会里，每个人只会关心自己的小天地。由于一种反拨作用，

甚至不惜以邻为壑，把一切公德置之脑后，成为毫无群体意识

的自私自利者。

三

谈到传统不能不涉及“五四”。我并不认为“五四”是全盘

反传统的“。五四”反对儒家，但对于法家、老庄、墨子，不但不

反对，倒大多是肯定或赞扬的“。五四”反对所谓“贵族文学”，

但对于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，即“五四”时期所谓“平民文

学”，小说、山歌等，是竭力推崇的（令人奇怪的是“，五四”时期

对于同是民间文化的京剧却是反对的）。为了解决自己思想

中的一系列问题，我不得不对过去一些认识进行反思。四、五

年来，我写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文章，检讨自己过去对“五四”

的理解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，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，对《文心雕

龙》的理解。我把自己前后不同的认识，分别写进《杜亚泉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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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文化问题论战》、《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》、《关于近年来的

反思答问》、《〈文心雕龙讲疏〉序》、《清园夜读》、《〈清园论学

集〉序》等著述中。这些反思也可以说是对自己所作的自我批

判。我觉得这很有必要，倘固执于保持一贯，不管过去的认识

和理解对不对，一概坚持下来，那么思想就会陷入凝固和

僵滞。

七年前，我在一本拙著的跋文中回顾过去，曾这样说“：我

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，历经劫难，虽一再蹉跌，有过犹豫，

有过彷徨，也走过弯路，但没有作过违心之论，我始终信守为

学不作媚时语的原则。”我这样做是本着自己的良知，自信并

没有任何曲学阿世的成分。可是一位论者看了那篇谈杜亚泉

的文章，加我以“一百八十度转变”的评语。另一位青年友人

则警戒我说，我批评激进主义的观点会产生亲痛仇快的后果，

要我再写篇文章把事情谈清楚，以免引起误会云云。这虽然

是出于好意，但我并未接受，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倘使至今还在

信奉“凡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”之类的原则，那是没有办

法去消除他的误会的。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说人生难以摆脱

的欲念有三：权（ ，名（ 。后，钱（

一种往往是知识分子难以超越的欲障。唐德刚在《胡适口述

自传》注文中，曾提到他的老师对于身后名的重视。相形之

下，我很赞成有些前人对于名誉地位一概都不要那种毫无牵

挂的洒脱态度。

我想读过我那几篇文章的都可以明白，我的反思并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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侈谈时代精神的宏伟目的，只是按照四十年代我年轻时批判

自己身上的机械论的经验，想要克服自己的片面性，纠正错

误，使自己有所提高，能够更加成熟一些，看问题较深入一些。

我把这些体会撰写成文，也不过想给读者提供一些参考，并无

其他深意。有人把九十年代概括为反思的时代，认为这是对

八十年代的反动，而其标志则是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。这篇

概括性很强的文章，把大陆出现的反思归结为受到海外余英

时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所作的一篇演讲和一篇文章的影响。我

想这估计恐怕并不怎么准确。黑格尔曾说具体的普遍性不同

于抽象的普遍性，前者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

内。我认为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，而并不存在于

现实中。实际上，普遍性愈大，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

则愈少。设想有一种不同于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，使这

种概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，那只是美好的空想。

我对于激进主义的认识是用了半年多时间仔细阅读了大

量资料而形成的。当时并没有想到激进主义问题，我的反思

主要是在其他方面。但读了这些资料之后，我认为激进主义

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，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意见

就写在谈杜亚泉的那篇文章中。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可以看

出，我的意见和海外某些学人的说法并不相同。一九九一年

海湾战争时期，我参加了在夏威夷举行的中国文化研讨会，在

会上有人把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激进主义的、自由主义的、保

守主义的三类。我说我不能同意这种划分，它使我想到大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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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习见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左、中、右那种使每个人都穿上号

衣的分类法。如果硬要按照这样干脆省事的划分来站队，我

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。最近有一篇号称反省的文章把反

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称为保守主义者，甚至把“五四”时期一

些国家主义者也说成是反对激进主义的保守派，这是按照政

治上的派别划分，把激进主义局限在左的范围之内，于是把反

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视为右的保守主义了。这实际上是用政

治派别来划分，把左说成是激进派，把右说成是保守派。类似

这种说法过去也有，虽然说的人的用意不同。“四人帮”粉碎

后，就有过“四人帮“”右得不可再右了”的说法，因为左是革命

的，右是反动的，所以“四人帮”也就不代表极左思潮了。但我

对激进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此不同。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

激烈手段，见解偏激，思想狂热，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，它并不

是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。在这种意义上，“四人帮”是激进

主义，在政治上被称为极右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墨索里尼的

棒喝团，也都是激进主义。将政治上的概念套到学术思想上，

就如过去将党派性、两条路线斗争等等政治概念套到哲学上

一样是不妥的。

四

最近我正在阅读有关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资料。西方革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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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潮最早进入中土的是无政府主义。这是在本世纪初开始

的。大约在一九 二年，马君武首先介绍了《俄罗斯大风

潮》。由于中国革新运动屡遭失败，当时一些和平稳健人物，

如蔡元培、马叙伦，甚至太虚和尚，也都浸染了这股无政府主

义思潮。代表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人物刘师培于一九

四年发表在《中国白话报》第六期的《论激烈的好处》一文

说：“天下的事情，没有破坏，就没有建设。这平和党的人各事

都要保全，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坏。我明晓得这破坏的

人断断不能建设；但是中国到了现在，政府既坏得不堪，十八

省的山河都被异族占去了，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，断断不能

立国，就是破坏两字，也是断断不能免的了。”这段话颇能道出

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情绪，如果用来对于激进主义一词

的说明，倒是和我的界说是十分接近的。

激进主义发生在“五四”以前“，五四”和“五四”以后的思

想界都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。“文革”时期的“造反有

理”“、大乱才有大治”“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”“、两个彻底决裂”

等等，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。我的反思是想要发掘

极左思想的根源，这和意图否定八十年代是不相干的。不过

我对于所谓八十年代是重思想，九十年代是重学术，因而九十

年代的反思，就形成了“学术出台，思想淡化”，或今天更进一

步的“学术压思想”诸如此类的意见，是不能同意的。我仍旧

认为今天应该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。如果有

人反对，硬要将思想和学术截然分开，这是他的自由。我不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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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人从己，也不想强己从人。我说的只是我以为然的道理，希

望它或许对读者不无借鉴之处。

五

据《太虚法师年谱》载，太虚和尚早年在思想上与严复、章

太炎、梁启超、梁漱溟等都发生过某种瓜葛。他曾撰《整理僧

伽制度论》，其中“论僧”部分与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同旨。在

评论世学方面，则有《论陈独秀自杀论》、《睐盦读书录》、《论胡

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篇》、《读梁漱溟君唯识学与佛学》、《论

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、《近代人生观的评判》等。所可惜

者，《年谱》在这方面大多一笔带过，其中只有“大师不满胡适

之进化论的历史观念，责其抹煞个人之才性，不明佛法之心

性”“，梁漱溟时有《唯识述义》公世，右空宗而抑唯识，大师为

论空与唯识，义本一致”等数条。《年谱》还记有太虚游绍兴，

盘桓二三月，曾撰文于《绍兴公报》，宣导立宪政治及普及教育

等。此事亦见孙伏园著《鲁迅先生眼中的太虚》一文。关于太

虚相信无政府主义，《年谱》于辛亥前一年（一九一 ）条下有

这样的记载：太虚“由君宪而国民革命，而社会革命，而无政

府主义”，当时太虚曾为吕大任主编《良心月刊》，鼓吹无政府

主义。并著《无神论》比较政治与宗教的进化历程“：政治界之

进化，由酋长而君主，由君主而共和，由共和而无治（指无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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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）。宗教界之进化，由多神而一神，由一神而（无神）尚圣，由

尚圣而无教。”《年谱》称这一说法为“遮他边”。大概佛家因破

人我诸执而成“日损之学”（用熊十力说），所以才可能接受行

彻底破坏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吧。但无论如何这总是证明了无

政府主义在当时风行之广。“五四”时期胡适所记日记中称谈

论无政府主义为当时的“时麾”风尚。但真正原因恐怕只能以

中国百年来改革多遭挫折来说明。社会过于黑暗，使许多要

改变现状的志士仁人，选择了采取暴力手段的无政府主义。

当时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还有不少性格和平受到传统文

化熏陶很深的人物，如蔡元培、马叙伦等。

无政府主义在当时风行的另一个原因，在于它是最早传

入我国的西方革命理论。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。激进

主义这一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一样，批评激进主义的人

立场也不尽相同。我并不认为激进主义专属哪一党派，而是

界定它为思想狂热，见解偏激，采取破坏手段，趋于极端的一

种思潮。较远的例如无政府主义，较近的例如红卫兵的造反

运动。关于前者我曾举出刘师培的理论。这不是孤立的，早

期无政府主义者几乎都持类似看法。一九 三年马叙伦发表

在《政艺通报》上的《二十世纪新主义》，就提到无政府主义者

的破坏宗旨。同年，杨笃生撰《湖南之湖南人》，第五篇以《破

坏》为题，歌颂破坏精神说：“非隆隆之炸弹，不足以惊起入梦

之游魂；非霍霍之刀光，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。呜呼！破坏

之活剧，吾曹安得不一睹之？破坏之悬崖，吾曹安得不一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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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？轰轰烈烈哉，破坏之前途也；葱葱茏茏哉，破坏之景象也。

夷羊在牧，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；旱魃行灾，吾以破坏为

神龙之行于海。”同年，自然生（张继）撰《无政府主义》，燕客在

序中明白宣告“：破坏不能与建设并行，现欲行大破坏，当专以

破坏为脑。”文末大声疾呼“：吾愿杀尽满洲人，杀尽亚洲特产

之君王、杀尽政府官吏、杀尽财产家、杀尽资本家、杀尽孔孟之

徒、杀尽结婚者。”这种荡涤一切的狂热，令人不由得想到半个

多世纪后的“破四旧”“、大批判”“、造反有理”“、两个彻底决

裂”“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“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”“、大乱才有

大治”等等造反的口号与行动。其区别是前者处于被压迫地

位，而后者是受到保护的。但就手段来说则两者完全一致。

我为了究明成为长期顽症的极左思潮的历史根源，近两年读

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。自然，极左思潮的思想根源

并不完全来自西方传入的激进主义，它也和中国历代的农民

运动有着一定的关联。红卫兵运动的狂热性与冲动性，都可

以在已往的太平天国或义和团等农民运动中找到类似的

特征。

《年谱》记太虚与杨仁山于民国元年成立佛教协进会于镇

江金山寺，人称“大闹金山”事件，震动佛教界。后又倡佛教三

大革命于上海静安寺，而遭人诋诃。但从《年谱》中还看不到

他有主张暴力的言论和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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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七年，刘师培偕妻子何班（后更名震一 ）东渡日本，先九

办《天义报》，遭查封后，又办《衡报》。这两个刊物是刘师培思

想转向无政府主义时办的，但其中也留下不少有关我国早期

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文献。《天义报》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

八年），九四期合刊上（一九 载有刘师培的《〈共产党宣言〉

序》。朱维铮为《论学论政》所写的序言说，据此序推测“，在我

国出现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份中译本，很可能是刘师培组织

翻译并刊行的，可惜至今没有找到译本。无论刘师培何震夫

妇的动机如何，他们至少使中国人进一步粗略得知马克思主

义学说，在这点上功不可没”。刘师培在序中说，《宣言》的这

个译本乃是“日本堺利彦君据英文本直译，而民鸣君复译以华

文”。又说“：（《宣言》）之所谓共产者，系民主制的共产，非无

政府主义制的共产也。”从而明白表示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

主义的区别。

《衡报》最值得重视的文章有二。其一是《论共产制易行

于中国》。这里说的共产制，援引了苦鲁巴特金（今译克鲁泡

特金）《面包掠取》第三章“：详述无政府共产主义，最精之语则

谓，由无政府而生共产制，由共产制而无政府。”作者认为这种

共产制于中国古史“确然有征”，并举《礼记 祭法篇》的“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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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” 食货说、顾炎武释《礼记大传》的“合食通财”说、《汉书

礼运》的“老有志》的“计亩均收”说，以及《礼记 所终，壮有所

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等，谓“此即共产之

确据”。然而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下面这段话“：东汉之时，张

鲁据汉中，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间亭传，悬置米肉以给行旅，

食者量腹取足，此亦共产制之行于一方者。”这令我不禁想起，

五十年后，在讨论人民公社决议案时，曾附毛注《张鲁传》以供

参考，也是认为五斗米教的种种措施含有共产制的因素。如

果上面那篇文章果为刘师培所撰，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，却是

一鞭先着。

另一篇文章，则是《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》。文章一开

头就明确断言“：欲行无政府革命，必自农民革命始。”所谓农

民革命，指的乃是“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与田主”。文章阐明

革命必自农民始的理由有四：甲、中国大资本家以田主为多

数。乙、中国人民以农民为多数。丙、中国政府的财政以地租

为大宗，农民抗税，财政必定不支，则颠覆政府必易奏功。丁、

财产共有制必以土地共有为始基，如农民实行土地共有，则一

切财产均可易为共产制。作者接着分析了农民为什么可以投

入革命的理由，除指出团结性等等以外，最值得注意的，是作

者从历史上不断涌现的农民造反运动，来证明农民最具抵抗

力（反抗性）。作者列举陈涉起于佣耕，刘秀起于力农。唐初

刘黑闼起于漳南，所率都是农民，而西晋农民扰乱，也都是无

食农民。明代邓茂士以佃农之微起兵闽省，而明末之乱也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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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食农民占多数。近世蔓延北方被称为“稔匪”之众者，实如

曾国藩之奏“，聚则为匪，散则为农”。辛亥前，北方及川、黔、

湘、浙、粤各省会党，多事力农，反对差役，其殴官各巨案，鲜出

于市民，而多行之于农村。更近发生的镇江之闹漕，桐乡万倾

湖之暴动，湖北之后湖，安徽之八都湖等等事件，都以农民反

抗为主。作者在那时就提出革命当以农民为主力的理论，诚

然也是一鞭先着的。

三十多年前，笔者在上海古籍书店二楼旧书部，见有《刘

申叔先生遗书》，问价过百元，把书买回家去，则可堆满小半间

房间，这不是我辈可以问津的。然而不仔细读他的书，就无法

对其人其学作出公允的评价。刘师培仅仅活了三十多岁，他

的一生极为复杂，其行径之曲折，往往令人诧异。如早期投书

端方，晚年依靠袁世凯，这些失去操守的行为，一再受到人们

的指摘，即使对他取同情态度的弟子亦不为之讳。黄季刚曾

评曰“：忧思伤其天年，流谤及于后世，贻人笑柄，至可痛惜！”

但世人诋诃，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，殊少思想上的探索。其实

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，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。

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。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，我

以为激进主义的趋向极端、崇尚暴力、蔑弃人道、反对民主可

能就是两极相通的途径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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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五十年前我和先父共同翻译了英国呤唎所著的《太平天

国亲历记》。他翻译了前八章，我翻译了后面的第九至第二十

原著是罕见的书，我不知道在英国本土是否还有收藏。

我见到它完全出于偶然。五十年代初我开始对太平天国发生

兴趣。那时原工部局收藏的一批书，搬到了虎丘路亚洲文会

图书馆存放。我得到友人沈之瑜的帮助在那里借到了呤唎这

本著作。起先我只想以它作为创作的资料，后来因受出版社

的嘱托才将它翻译出来。翻译过程在本书再版《跋》中已作了

交待。这里我想再补充几句。本书再版修订时，我在《跋》中

曾据罗尔纲的意见，将地名芦墟改为甪直。跋文在报上发表

后，即得读者杨其民来信，指出原译芦墟不误。后又得读者陆

之铭来信，也以为原译是正确的。杨君考辨甚详，大意说，呤

唎自上海出发，溯黄浦江至松江，再至芦墟买丝，途程恰好六

十英里，正与书中所说里数相符。若由松江去甪直，不仅绕

路，亦无水路可通，且甪直亦非产丝之地。书中曾说该地佛寺

被捣成粉碎，但甪直名刹保圣寺却并未被毁，而甪直的唐塑罗

汉则至今保存。陆君来信则说他本人即芦墟人。他认为原文

的英文音译

六章。

，系据当地人发音。以前诗人多用“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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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漪”或“芦 称呼芦墟亦可为证。

呤唎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记载并分析了当时英国的对华

政策，其中颇多其他著作中所难见到的资料。至于在太平天

国本身的资料方面，就我所浏览的来说，如早期简又文的一些

著作，后来罗尔纲编定的大量资料，以及清方记载，特别是清

军为了作战需要由张德坚编撰的《贼情汇纂》等等，都比呤唎

这本书要丰富。史学界曾出版了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，

但是如果把近代史上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，和现代

中国革命史联系起来考察，就会发现不少使人感到饶有趣味

的前后相续的现象。可惜这方面工作迄未引起人们重视。我

印象中有这样几个例子：如基于平均主义思想，太平天国取

类似张鲁五斗米教置义舍义米肉办法，设男营女营圣库圣粮，

以行供给制。又如太平军行军时，有类似“八项注意”的纪律

规定（两者近似的程度令我为之惊讶）。此类史实倘加以深入

探讨，对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将是大有裨益的。太平天

国的失败自然应归之于洪杨内讧后领导层的腐化，但其采取

的歧视知识分子（士人）的政策，也是造成后来失败的一个重

要原因。如今所流传下来的清方记载，除官书文件外，均出于

读书人之手，而他们所写的野史或笔记，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太

平军取反对态度。我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是不能简单

地用士人的反动阶级立场来说明的。范文澜近代史曾引曾国

藩《讨粤匪檄》的一段话“：粤匪焚郴州之学宫，毁宣圣之木主，

十哲两庑，狼藉满地，所过州县，先毁庙宇，即忠臣义士如关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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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王之凛凛，亦皆污其宫室，残其身首。”范氏认为曾的“这一

宣传是取得了胜利的”。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待士

人的具体举措。我已记不得在哪一本清人笔记中读到，太平

军将所俘士人，着青衣小帽，编入队末，令其抄写文书。据说

这还是给予士人的优渥待遇。太平军不理解士人的价值并不

奇怪。我们在“文革”中还可以听到用“工人为你们造房子，农

民为你们种粮食”之类的话来指摘知识分子只会糟蹋粮食，对

社会毫无贡献。这已是在太平天国以后一百多年了。

八

去年参加温哥华之会与杜维明旅舍相遇，曾就传统道德

中的三纲五常关系问题谈至深夜。如果我早读到贺麟著《文

化与人生》一书中《五伦观念的新检讨》一文，就会将它作为话

题了。贺书所阐明的儒家等差之爱与墨家兼爱的区别，以及

五伦与三纲之不可分割，都是很有见地的。书中还收有谈诸

葛亮的文章，其中提及战时王芸生在《大公报》发表《论诸葛

亮》上中下三篇。王芸生批评诸葛亮有两点：一、袭取王船山

责先主君臣“勤于耕战，察于名法，而于长养人才，涵育熏陶之

道，未之讲也”，认为诸葛亮“养才用才皆嫌不足”。二、亦是片

面采取王船山之说，援陈寿所谓“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”，断言诸

葛亮伐魏时军略有错误。贺文对于这两点未加深论，但对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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